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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权”理论视角下政府与基层体育社会组织互动
关系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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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处理好政府与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关系是推动体育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运用文献资料法等研究

方法，以“控制权”理论为分析视角，阐释“控制权”理论包含的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和激励分配权等3个维

度，指出政府与基层体育社会组织之间存在体制性痼疾、机制性弊端和政策性障碍等问题，并提出创新策略：

突破高依附性瓶颈，从“运动型动员”到“分权化治理”；革除强行政化流弊，从“权威管理”到“调适性协商”；破

解低自由度难题，从“层层加码”到“鼓劲撑腰”；形成上下合力，从“向上交差”到“协同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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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社会组织建设被列为《体育强国建设纲要》

的九大工程之一，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体育社会组织建

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迈向体育强国的伟大征程

中，必须高度重视并发挥体育社会组织的作用，加快

推进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入新时代，

我国体育社会组织发展迅速：2012—2017年体育社会

组织数量由 2.3 万个增长至 4.8 万个，年均增幅超过

10%［1］；组织的种类快速扩展，功能不断丰富，管理逐

步规范，作用日益凸显，尤其是各类基层体育社会组

织的兴起，既满足了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又拓

展了体育发展的广度与深度。据统计，我国县级体育

社会组织数量占总量的 70%以上［2］，大量未注册登记

的基层体育组织（如健身活动站点等）约有 200 万～

270 万个［3］。《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 年）》［4］指出，

“加强对基层文化体育组织的指导服务，重点培育发

展在基层开展体育活动的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

鼓励基层文化体育组织依法依规进行登记”，明确了

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在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中的功能定

位。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达到 6 500～7 000美元

时，体育健身需求进入快车道［5］。2019 年，我国人均

GDP已达到 1.03万美元，体育作为美好生活需求的必

要组成部分已成为时代共识。群众体育需求的增长

必然促进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这既是发达国家

大众体育发展的基本规律，也在新时代我国体育发展

实践中得以证明。研究［6］表明，我国社会组织的成长

轨迹可分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以下为主、上下

结合”等3类，各类基层社会组织是我国“上下分治”治

理体制的重要载体［7］。囿于体制性、机制性和政策性

原因，我国基层体育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尚未

明晰：或体现出对政府的高依附性，政社不分，角色越

位；或过于彰显自主性，脱离与政府的关联，角色缺

位；或游离在“合理性”与“合法性”之间，角色错位，成

为边缘化的社会力量，既不利于政府对基层体育社会

组织实施有效治理，也有碍组织自身发展。本文以

“控制权”理论为分析视角，通过梳理政府与基层体育

社会组织的关系，厘清两者互动的内在逻辑，从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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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把握互动中收放紧松的节奏性变化，为推动基层

体育社会组织发展提供新的研究路径。

1 “控制权”理论：一个基于政府内部权威

关系的分析视角

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中，有研究［8］认为政

府处于主导地位，政社关系以“嵌入”“依附”“契合”

等为主要特征，代表国家权力机关的中央、中间与基

层政府与反映群众最基本利益的基层社会组织深刻

嵌入国家发展的脉络之中。许多案例显示，政府与

基层社会组织互动关系的变迁和社会运行、社会组

织发展的基本形态密切相关。特别是在多层级行政

“发包”理论和“压力型体制”下，基层社会组织需应

对多重政府科层组织的“任务摊派”［9］和纵向政府间

的“控制与反控制”［10］，在不同主体间保持的适度张

力下生存和发展。审视我国国家治理面临的基本矛

盾，在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趋于统筹管理模式，即

发挥中央政府强大的统摄作用，再通过“行政发包

制”将任务授权并代理给下级政府；而有效治理则呼

吁通过分权并发挥社会力量，加强治理中基层社会

组织的参与，以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协同共治。“统”与

“分”犹如 2 个相互咬合的“齿轮”，在快速运转中共

同推动我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政府具有“扶助之

手”和“攫取之手”2 只手，“伸手”的背景和目标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了不同层级政府的行为方式［11］，从而

深刻影响包括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在内的基层社会组

织的发展。

“控制权”理论基于经济学中的不完全契约理

论［12］和新产权理论［13］而产生，原指在产权分配后对剩

余资产控制的权力。周雪光等［14］将其引入政府内部

权威关系的分析，使其成为认识不同层级政府上下级

关系和政府间不同治理模式的新理论框架。该理论

中的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和激励分配权作为 3个

重要维度，阐释了不同层级政府的分配组合及采取的

收放不一的治理路径［15］。在运用“控制权”理论的基

础上，结合委托-代理模型［16］，以及我国基层体育社会

组织发展实际，梳理政府与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互动

关系框架，如图1所示。

该框架由政府的3个层级和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构

成。中央政府作为委托方，享有目标设定权和检查验

收权，扮演任务“发包”角色，拥有政策制定和组织设

计的最高权威，自上而下进行顶层设计；中间政府作

为管理方，具有检查验收权和激励分配权，履行任务

“打包”义务，承担监管责任，督促下级基层政府有效

执行中央政策，在服从上级权威的条件下可行使一定

的自由裁量权［17］；基层政府作为代理方，持有激励分

配权，负责任务“分包”工作，有责任落实自上而下的

策略和指令，并将一系列具体工作交由基层体育社会

组织进行实施；基层体育社会组织作为执行方，承担

任务“抓包”责任，在消化和吸收各项任务要求后负责

落实具体项目的开展。

在互动关系框架中，政府和基层体育社会组织作

为2个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互动主体，既有密切的联

系和配合，又有各自不同的职责和边界，互为补充、互

相促进，共同塑造政府与基层体育社会组织互动、互

利、互惠的发展格局。政府的体育决策和意图既来源

于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对群众体育需求的反馈，又要依

托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加以落实；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既

要得到政府的相关政策支持，又要在政府指导下开展

相关活动。“控制权”理论的 3个权力维度是分析不同

层级政府间权力制衡的基本依据，更是探讨政府与基

层体育社会组织互动关系的重要着力点。

1.1 目标设定权：科层权威关系的核心维度

有学者［18］认为，发达的国家建构和强大的政府官

僚体系是一个治理良好社会的基本保障。我国治理

经验丰富、历史久远，其具有的连续性、包容性和贯彻

图1 政府与基层体育社会组织互动关系

Figure 1 Interactive relation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grass-roots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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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特征的官僚政治形态持续上千年，突出表现在最高

权威所具备的系统全面的顶层设计和强大可控的执

行能力。在体育领域中，中央政府或国家体育行政部

门作为委托方，根据国家体育发展的宏观战略布局，

适时颁布一系列政策法规，按照体育发展总体规划，

为中间政府“发包”设定目标任务。目标设定的过程

可由委托方单方面制定，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推行，也

可由委托方与管理方协商产生。例如，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提出，“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

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

依法自治、发挥作用”［19］，举国上下围绕该目标迅速响

应。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了《行业协会商会

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提出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促进行业协会商

会规范发展；同年，《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出

台，要求按照政社分开的原则调整、组建中国足球协

会。部分省市也相继发布政策，规范体育社会组织的

发展。在接受“发包”过程中，各省市区县分别制定配

套的体育社会组织改革方案，一系列自上而下推动体

育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陆续出台，体现了下级政府围

绕上级政府设定的目标而采取配合行动的内在逻辑。

1.2 检查验收权：完成契约条款的中间环节

在目标设定权的基础上，检查验收是对目标完成

情况的考核。检查验收权附属于目标设定权，委托方

在设定目标“发包”后，可自行行使检查验收权，也可

将这一控制权以命令或默许的方式下放至管理方即

中间政府部门，以确保下级政府或组织完成契约条

款。中间政府在得到中央政府“发包”的同时，须结合

地方实际制定与之相匹配的实施方案，即将其目标任

务“打包”，便于向下级政府“分包”。例如，《体育发展

“十三五”规划》《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等均

从国家层面提出了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动体育社会

组织改革的根本指向。其中，管办分离是体育社会组

织改革的核心。2015年，加快推进体育行业协会与行

政机关脱钩被列入规划，国家单项体育协会的脱钩改

革和实体化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自中国足球协会、

中国篮球协会等实现脱钩后，截至 2019 年 6 月，国家

体育总局主管的 89家协会中已脱钩 21家，拟脱钩 68

家［20］，基本达到上级要求。高层项目协会的社会化、

专业化建设带动了地方体育行政部门改革，推动了基

层体育社会组织发展，有利于作为代理方和执行方的

基层政府和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在中间政府的检查验

收中顺利过关。实践表明，从实际出发逐步消除体育

社会组织发展中管办不分的现实问题，既解决了政社

合一的弊端，又完成了上级“发包”的目标，还充实了

“分包”的内容，明确了检查验收的任务。

1.3 激励分配权：实现绩效考核的特定手段

激励分配权是管理方或代理方对作为下属的执

行方所进行的激励设置以及考核、奖励或惩罚的权

力，也包括契约执行中的组织实施、资源配置等控制

权［21］。作为中间政府的管理方和作为基层政府的代

理方，为确保完成任务、实现目标，往往会在“打包”和

“分包”工作完成后，对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抓包”的效

果进行评估并予以奖惩。中间政府可行使对基层政

府的激励分配，基层政府再将由中间政府“打包”而来

的目标任务“分包”给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并鼓励其积

极“抓包”。通过探索建立评价制度、构建评估体系，

政府对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抓包”后的效果实施监测，

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奖惩的依据。广东省惠州市惠城

区政府于2018年制定了《惠城区体育社会组织扶持办

法（暂行）》，对基层体育社会组织设置了最高 10万元

的奖金［22］。反之，针对运作不规范、未按规定参加年

检的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有关政府部门也实施了严厉

的制裁。2016年，四川省政府对四川省部分青少年游

泳俱乐部等基层体育社会组织进行了行政处罚并暂

停其活动［23］。正确运用激励分配权有助于促进基层

体育社会组织提升自律能力和行事效率，更好地围绕

政府确定的目标和要求，规范开展各类体育活动。

2 建设性冲突：政府与基层体育社会组织

互动关系的困境

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勃兴对于承接和分担政府

职能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其中出现的矛盾形成一种建

设性的冲突关系，其是现有组织形式与创新型制度形

式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的，二者密切的互动关

系形成了体育发展的重要推进力。

2.1 体制性痼疾：高依附性“面相”的长期存在

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本质上是如何

处理好“统”“分”关系。前者趋于权力集中、资源向上

聚敛，而后者要求更多的灵活性和自由裁量权［24］。从

“控制权”理论的角度审视，中央政府拥有的目标设定

权可随时围绕目标“一插到底”进行任务分配［25］，通过

层层等级机构传达信息和指令，采取“运动型动员”的

方式，对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实施运动式治理。制度的

集中化程度越高，行政链条越发漫长松弛，留给下层

组织的机动余地越小［26］，且会导致治权的独占性和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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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性［27］，有学者也将此称作“汲取性制度”［28］。现阶段

我国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功能阻滞的重要原因之一，就

在于对体育行政部门的过度依赖，呈现弱主体性特

征，实为同构、虚化以及“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运行

体制。在政社关系合一或尚未完全剥离的背景下，政

府部门掌握组织发展的核心资源。基层体育社会组

织势单力薄，难以有效发挥自身力量予以应对，发展

空间受到限制，且大多数组织由民间体育参与者、爱

好者自发聚集而成，“草根性”、民间性等基本性质决

定了其发展存在局限，不得不依附于强大的政府部

门。政社不分、管办一体、权责不清等体制惯性削弱

了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本质属性和应有活力，引发了

组织内生动力不足、主体意识不强、生存空间狭小等

弊病。有学者［29］梳理了“草根”体育组织对政府的依

附式发展行为，提出“主动依附、被动依附和依附无

门”等3种类型，指出组织对政府的长期依附将引发发

展惰性，不利于其自治能力的提升。

2.2 机制性弊端：强行政化“面孔”的持续展露

在目标设定后，对目标完成的情况进行检查验收

是运用“控制权”的重要机制。检查验收大多是作为

管理方的中间政府的权力，主要通过行政化的检验手

段和监督机制实施“权威管理”，将任务“打包”给基层

体育社会组织，确保其实现中央政府的治理目标。自

2014年国务院实施简政放权，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

育赛事审批后，各类体育赛事快速发展，不断满足群

众多样化、个性化的健身需求，其中，马拉松赛事的空

前活跃就是典型案例。2018年，中国境内举办 800人

以上马拉松及相关赛事的数量较之 2017年增加了近

500场；全国马拉松及相关赛事参赛人次达到 583万，

新增跑者 120 101人［30］。其中，基层马拉松赛事呈“井

喷式”发展态势，各类跑团先后成立。2016年，全国范

围内的跑团数量已超过12万个，常年参与跑团活动的

总人次超过 1 000万，国内最大的跑团组织“跑吧”拥

有注册会员 50 多万人，各地“跑吧”分部达到 120 多

个［31］。调查结果显示，跑团作为具有代表性的基层体

育社会组织，在急剧发展过程中存在法律法规不完

善、内部机制不健全、缺乏稳定的社会资源、政府部门

引导和扶持不力等问题，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

题。为此，各级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实施跑团分

级管理机制，监测跑团运行状态，完善审批制度，对各

类跑团的发展状况进行检查验收，及时解决出现的问

题，减少负面影响。同时，政府部门敦促各级田径协

会履行监督职能，出台基层跑团的行为准则和指导意

见，加大对跑团的监管力度。应该认识到，政府强行

政化的监督机制适应了我国体育发展实情，现阶段对

民间性、自发性和“草根性”的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具有

一定扶持作用。但治理过程中过分强化行政手段，可

能会出现政府“绝对话语”导致社会“集体失语”的局

面，过多“标准化”的检查验收也会削弱基层体育社会

组织自身发展特点，导致组织的成长环境不断遭受行

政干扰，在无形中加剧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独立性和自

律性缺失的局面。

2.3 政策性障碍：低自由度“面容”的广泛显现

处于“层层发包”下游的基层政府和末端的基层

体育社会组织，其工作重心在于“分包”和“抓包”，即

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以实现考核目标，保证“所上交

的物品”货真价实、未打折扣，确保顺利通过委托方和

管理方的抽查。此类以结果为导向的“层级式加压”

和“跟风加码”方式制约了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特色

发展和个性成长，有违其自主性和自由性特点。一方

面，规模庞大的基层政府和基层体育社会组织面对上

级政府的政策性安排或行政化指令，大多只能被动接

受或“循规蹈矩地按章办事”，甚至建立依附联盟，产

生合谋行为，以“提升”对高层决策的应对能力。民政

部门对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年检考核，一直套用社会

组织的通用模版，没有结合体育的实际、反映体育的

特点。体育治理中“以上率下”“自上而下”的治理风

格和“上传下达”“上行下效”的行事之道也催生了基

层体育社会组织在激励分配中的惰性［32］。另一方面，

上级政府对基层政府和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缺乏政策

引导、政策激励和政策约束，导致二者缺乏发展自由

度，且基层体育社会组织还受到“双重管理”体制的禁

锢，一些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本身就处于“无经费、无场

地、无人员”的“三无”境地，基本无法保证正常活动的

开展，难以自主行事、自求生存、自行发展。发达国家

为促进基层体育俱乐部发展，制定了经费补贴和税收

减免等政策，而我国却缺乏此类办法。

3 政府与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有效互动的创新

策略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坚持和完善共建、

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

局”的重要战略决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

设的重要内容。处理好政府与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

关系是新时代体育改革发展的内在诉求，也是建设现

代社会组织体制、完善社会治理结构的外在要求。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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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各级政府的权责边界，积极培育和扶持基层体育社

会组织，营造政府与基层体育社会组织互动、互助、互

依的良好关系，有助于推进体育社会组织向高质量发

展转型，构建“小政府、强社团、大社会”的全民健身格

局，增强群众参与体育活动的获得感、满足感和幸

福感。

3.1 突破高依附性瓶颈：从“运动型动员”到“分权化

治理”

处理好集权和分权的关系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条

件。体育社会组织建设应着眼于改变中央政府“全面

干预”“大包大揽”的治理逻辑，优化行政“发包”的治

理模式，改革严格管控、政治动员等运动式治理机

制［33］，解构“单中心”结构，打造“解制型政府”［34］，通过

释放政府能量，提高政府行动水平，致力于为政府松

绑（deregulate the government）［35］。同时，向中间和基

层政府输出决策、规划、激励、监督等权力，最大限度

地为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增权赋能，探寻高层政府从行

政管控到简政放权的治理新路径。

（1）推进管办分离、政社分开。政府与基层体育

社会组织互动关系框架中，政府主体分为3级，每一级

都应有明晰的定位和功能。在新的“统分结构”中，应

推动政府与体育社会组织实现“脱钩”，把握好“介入”

和“退出”的边界，避免“一放了之”“一脱了之”。加大

体育行政部门简政放权力度，进一步优化“放管服”改

革，妥善运用 3种权力，促进政府由“高控制”向“高支

持”转变，将权力尽可能地向下延伸，下放给致力于回

应群众需求的基层政府和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把政府

“端菜”变为群众“点菜”［36］。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处理

好“管”与“办”的关系，从“运动员”和“裁判员”一肩挑

变为当好“裁判员”、做好“服务者”，把政府“不该管”

“管不好”的事情尽可能交给体育社会组织［37］，运用政

策激励和制度保障，全方位激活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

内生动力，发挥其推动体育发展的积极作用。

（2）完善支持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法

规。中央政府在推进体育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要针

对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发展中出现的或可能产生的问

题，加大立法兴规的力度。中间政府和基层政府也应

根据自身职责范围出台配套政策。例如，目前我国缺

乏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经费补贴和减税制度，而德国

政府减免体育俱乐部税收，支付 20%左右的预算开支

供俱乐部自由分配，并将德国职业足球联赛 3% 的营

业额转让给基层体育社会组织，鼓励其自主开展各类

活动［38］。英国俱乐部领袖计划（SECL）为俱乐部创办

者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社区业余体育俱乐部计划

（CASC）在税收方面对俱乐部实施优惠，截至 2014年

底，有超过 6 200 个社区体育俱乐部享受了此类政

策［39］。这些扶持政策大幅提升了基层体育社会组织

的发展能力，值得我国学习借鉴。

（3）提高政府向基层体育社会组织购买公共体育

服务的效率。积极推动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承接公共

体育服务，协助政府实现体育发展目标。政府向社会

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是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2002年，

日本财政预算中有 14.75 亿日元用于购买体育俱乐部

服务，其中 5.11 亿日元用于扶植“广域体育俱乐部”，

6.11 亿日元用于扶植“综合型区域体育俱乐部”。在

财政资金支持下，基层体育俱乐部面向大众提供体育

服务［40］。2010年，英国中央政府在体育和娱乐方面的

花费约为21亿英镑，地方政府每年在体育和休闲领域

的花费约为19亿英镑，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通过政府与

体育社会组织签订公共服务购买契约实现的［41］。我

国已开始借鉴这一经验，探索政府购买体育社会组织

服务的基本做法。从2012年起，上海市依托体育总会

招投标和效益评估，购买体育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资

金已突破1亿元［42］。

3.2 革除强行政化流弊：从“权威管理”到“调适性协商”

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在我国区域间、城乡间、人群

间和项目间呈不均衡发展态势，面对不同的省情、市

情、区情和县情，作为省市区县一级的中间政府，掌握

着比中央政府更直接、更即时的信息和数据，能够更

加精准地结合实际，制定可行性高、针对性强的检查

和验收方案，并将任务“打包”给下级政府和基层体育

社会组织。有学者［43］将中间政府参与的“承上启下”

的治理方式称为“调适性治理”或“分级制试验”，具体

的治理工具和治理策略需由中间政府进行探索，推动

形成联结顶层政府、基层政府和基层社会组织的治理

纽带。

（1）中间政府积极承担“管理方”的责权。利用好

中央政府的委托授权，建立汇集地方特色、展现地方

优势、彰显地方个性的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治理方式。

改变行政化、层级式的检验手段和管理方法，通过谈

判、对话、协商、契约等形式，加强有利于实现中间政

府和基层政府、基层社会组织合作的伦理建设和制度

建构［44］，充分调动政府治理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提升

地方政府与基层体育社会组织“调适性合作”的能力，

发挥共同形塑的作用［45］，动员和鼓励社会力量有序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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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治理。

（2）借助第三方力量优化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治理

路径。在政府分类指导、重点培育、明确职能、明晰责

任的基础上，发挥社会机构、同业组织的监督作用，利

用线上和线下 2种渠道，建立基层体育社会组织与政

府间的互信关系。可将社会责任国际标准（ISO

26000）引入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治理，围绕组织管理、

人权、劳工实践、环境、公平运营实践、消费者问题、社

区参与和发展等领域开展治理行动［46］，淡化单一行政

化管理手段对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发展产生的不利

影响。

（3）进一步简化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登记程序。遵

照基层社会组织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尊重结社者意

愿，为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提供简便、高效的登记注册

方式，并适时探索直接登记制度，将冗杂的行政审查

化繁为简。例如，中国足球协会出台了《关于加快壮

大地方会员协会开展“突破计划”的实施方案》，旨在

推动44家地方会员协会发展［47］，要求省市区县等中间

政府应结合各地具体情况，为基层足球协会登记、注

册提供有力保障，促进协会合法化，并以此夯实地方

足球运动发展的根基。

3.3 破解低自由度难题：从“层层加码”到“鼓劲撑腰”

自古以来，我国地方社会与王朝政权的联系依赖

基层政府的建置［48］，妥善处理基层政府和基层社会组

织的关系是基层治理的首要环节［49］。由于基层政府

以完成上级政府下达的任务为主要目标，却又面临激

励和分配权较低的现实挑战，因而在上级政府的纵向

压力和“政治锦标赛”［50］中难免出现“加码”行为，增加

“分包”的内容，不得不以此留下较好的印象。一旦压

力过大，则可能滋生基层政府造假、作秀、走过场甚至

与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合谋等各种扭曲行为。基层政

府是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开展活动的重要推动力，提升

其行事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至关重要。

（1）发挥基层政府在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治理中的

主体作用。通过采取常规动员、嵌入式动员和仪式化

动员等方式［51］，推动体育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统筹

推进基层政权建设和基层群众自治，促进乡镇、街道

体育治理与城乡、社区体育治理有效衔接。引导基层

政府与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建立由“行政吸纳社会”向

“行政吸纳服务”转变的新型关系［52］，构建简约、高效

的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管理体制。通过上级政府的政

策扶持，提高基层政府的决策自由度和激励分配权，

以及其在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发展中的履职能力和行

政效能。英国推进社会体育管理体制的做法值得借

鉴，英格兰体育理事会资助了49个地方体育合作组织

（county sports partnerships），这些组织成为该理事会

在各地区的代理机构，负责协调和整合地方政府、学

校、非政府组织、企业等多方力量，有效促进了英国社

会体育发展［53］。

（2）增强基层政府在推动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发

展中的自主性和主动性。提升基层政府的行事能力

和行政威望，提高群众和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对基层

政府的认可度和信任度，实现“保持良好的社会秩

序、提供优良的社会服务和形成有效的治理格局”三

重基层社会治理境界［54］。推广“自治×法治×德治”三

治融合的基层治理实践［55］。采取奖优罚劣的激励手

段，在政策、资金、场地等方面激励表现佳、口碑好、

影响大的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扭转基层政府在推动

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发展中的被动应对、拖延怠慢等

局面。

（3）以增强文化凝聚力提升基层政府治理能力。

切实解决基层政府执行力软散、效能较低等问题，结

合区域特征和民族风格，融入地方文化特色，以群众

体育“六个身边”工程的实施，带动基层体育社会组

织发展。充分发挥文化强大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打

造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文化，“以体育人、以文化

人”，赋予基层社会组织更充分的“情境合法性”［56］。

加强基层“体育+旅游+休闲+养生”等多要素融合，开

展综合性文化体育活动，打造基层社会组织综合体。

利用互联网平台，运用微信、微博等新兴自媒体手

段，为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和文化氛围。

3.4 形成上下合力：从“向上交差”到“协同联动”

在依附性高、行政化强、自由度低的“狭小”生存

空间内，满足上级检查、达到考核要求的“完成任务逻

辑”助长了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不良发展方式，导致

其可能与基层政府建立一定程度的联盟，通过变通和

灵活执行的手段完成自上而下的任务摊派或“软性”

指标 ，并采取“合谋行为”（collusion），心照不宣地应

对上级政府的检查和考核［57］。这种以“交差”为导向

的行动逻辑削弱了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潜力，必

须在实践中多管齐下地予以纠正，并着力提升其与政

府部门的联动能力。

（1）大力激发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活力。打造枢纽

型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加快村落体育社会组织发展，

重视“草根”体育社团的互动和聚集作用。构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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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调适、基层体育社会组织采取策略性行动的政社

合作关系，扩大基层体育俱乐部、体育协会、体育社团

的会员渗透率。鼓励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敢于和善于

“抓包”，积极回应基层政府的“分包”，承接公共体育

服务，向社会提供更加丰富的体育资源。提升基层体

育社会组织从业者的职业素养和忠诚度，增加呼吁行

为、减少退出意向［58］，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

将“敏捷治理”理念［59］引入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建设，实

现组织治理创新。

（2）构建以基层体育社会组织为载体的协同治

理体制。发挥党建引领组织的作用，理顺政府、社会

和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关系，形成三者间的联动机

制。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应突出公益性、服务性和基

础性特征，提高独立决策、自我管理、自主行事能力，

以公开组织章程、发布自律公约为手段，完善内控体

系，整合各类资源，坚持信息披露，制订内部奖惩方

案。积极参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体制建设，与政府

和社会的他治密切配合，形成多元主体同频共振的

互治格局。

（3）加强政策保障和制度建设。健全基层体育社

会组织的相关法律法规，引导政策下倾、优化制度设

计。强化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手段，突出依法治体的

关键作用，积极为实现政府与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良

好互动建章立制。发挥“制度聚合”（clustering of in‐

stitutions）［60］的优势，科学整合制度体系，推动各项政

策落实、落地、落细。加快政策合法化进程，不断为构

建政府与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和谐互动关系提供全

过程、全方位的制度保障。

4 结束语

综观政府与基层体育社会组织间的频繁互动，反

复摇摆于“收紧管死”和“放松偏离”之间，缺少对政社

任何一方的理解，这种窘迫状态都不足以被完整描述

和全面认知。在政府与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互动研

究中，“控制权”理论为解读政府各层级间或有意设计

或被迫形成的“收放变化”及其对基层体育社会组织

产生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着眼点，促使政社关系的研究

从仅停留在问题的堆砌和描述阶段，向阐明这些问题

背后的原因以及深层逻辑更进了一步。厘清各级政

府与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避免在政社互动

中陷入泥淖，即回应了如何提升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治

理能力的重大现实问题，为激发体育社会组织改革活

力，促进新时代群众体育发展，加速体育强国建设进

程奠定了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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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Fair Play Rules of Premier League：Content，Function and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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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serious losses of the clubs of the English Football Association Super League（Premier

League），the Premier League has implemented the club's financial fairness policy since 2013. The core

measures are the profit and sustainability rules and short-term cost control rules，which made the excessive

salary growth of Premier League players alleviated，and the management and the financial situation of the

clubs improved.At present，there is a serious financial crisis in Chinese professional football，which greatly

affects the stability of club operation and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league.Drawing on the experience

from Premier League in UK，som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for the Chinese Football Association：① The

policy of“transfer adjustment fee”should be canceled；②The club's loss limit should be implemented with a

hierarchical system；③ The player's salary and expenditure form and the club's income and expenditure

should be strictly defined；④ The corresponding supporting measures should be improved. And it needs to

formulate the club's financial fair competition rules as soon as possible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rofessional foot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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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of Interactive Relation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Grass-roots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 Based on the View of“Control Rights”Theory

YANG Yuanbo，CHEN Congkan

Abstract：To handle well the relation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grass-roots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 is the basic

prerequisite of improving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development.By us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view，this

article elaborated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goal setting right，inspection right and incentive allocation ri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Control Rights”Theory. It analyzed the dilemma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grass-roots sports social

organizations，including the institutional maladies，mechanism disadvantages and policing barriers，etc. And the

innovation strategy have been put forward in four aspects：breaking through the bottlenecks of high dependency by

from “campaign-style mobilization” to “decentralized governance”；overcoming the drawbacks of strong

bureaucracy by from“authority management”to“adaptive negotiation”；solving the problems of low freedom by

from“raising the quota at each level”to“supporting and encouragement”；and shaping the cohesive force by from

“report to the leadership”to“collaborative lin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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